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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的概念框架，并在此概念框架下对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同

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结论。之后，采用我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得出，我国要顺
利实现二元结构转换，关键是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农业促进制度和普惠金融力推农村企业和市场发展，以企业和市

场的发展带动农村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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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

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政府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也就是说，现阶段我

国面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

小康的桎梏。因此，找准实现二元结构转换之抓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成为现阶段迫切需要研

究的问题。关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理论界早有关注，我们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一部分学者

利用不同指标，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与发展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转换提出政策建议［１ ３］。另一部分学者从政府政策、体制差异、制度变迁等制度层面对我国城

乡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二元结构转换的对策建议［４ ８］。其中，政策层面上，刘

新认为：“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等一系列政策安排，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推进现代农

业和农村新社区建设、促进农民市民化是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４］。袁志刚、解栋栋认

为：制度、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再配置造成的扭曲影响，是形成我国城乡二元结

构的主要原因；应通过户籍、土地、社保制度改革，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制度，实现人力资本与土

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以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５］。体制层面上，洪银兴认为：我国城乡差

距存在并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经济体制差异；单纯依靠非农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并不能有

效解决问题；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市民待遇，

以工促农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６］。制度变迁层面上，朱志萍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

性制度变迁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只有从制度根源入手，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强制

性和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诱导力完成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城乡二元问题［７］。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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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认为，城市化导向的制度变迁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成功的制度变迁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

问题的前提［８］。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成因和转换进行分析［１９ ２０］。

例如，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法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对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

使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和演变进行论证，并以此揭示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演变的本质特征［９］；高帆、秦

占欣利用新兴古典模型证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源于农业和工业分工程度的不同，并提出增加农业迂

回生产度以提高分工水平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途径［１０］；高帆推导并检验了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转换问题就是一个分工组织演进问题，提出提高交易效率以促进分工组织演进是实现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１１］；刘文超、白永秀指出，交易效率提升导致城乡二元经济对立程度呈现倒 Ｕ 型
变化，并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村交易效率［１２］。

纵观已有文献，本文认为，第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由于缺乏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原因的理

论剖析，因此其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值得商榷；第二部分学者从“制度”出发，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

成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体制差异和制度变迁等外生因素，但由于外生因素需要通过内生机制发挥作

用，而这些文献没有能从内生机制上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做进一步的剖析，因此其结论稍

欠准确，建议亦有很大不足；第三部分学者，包括杨小凯、高帆、刘文超等，虽然他们在分工理论的基础

上沿着劳动生产率差异这条主线，对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但这些研究依然不够深

入，因为他们仅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由城乡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延伸为城乡分工水平差异，而

对于导致城乡分工水平差异的原因没有做深入分析，所以其结论和建议的准确性亦差强人意［９ １０］。

本文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分工演进的特征和规律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以后得出，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城乡间“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分

工演进路径，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分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因此，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关

键，是要找出并消除诱致农村“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从而使农村走出分工

抑制的路径。本文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找出了

导致城乡分工水平差异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接下来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分工

动态循环演进”模型，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利用我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年的
经验数据对上述成因进行验证；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理论分析

从刘易斯到托达罗①，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一致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

化的根本途径。但是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均将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外生变量给定，忽略了对其形成原因

的理论分析，因此他们直观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配置，二元

结构自然消除。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不完整，因此其观点与政策主张的准确性值

得商榷。杨小凯、高帆等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归结为城乡间不同的分工水平［９，１１］，虽然较刘易

斯等人的研究进了一步，但依然没有给出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城乡间不同的分

工水平只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城乡之间“企业”和“市场”发

育程度不同②。因为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机制”和分工

·４８·

①

②

刘易斯的无限劳动供给模型认为，伴随着传统部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纳，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两部门的

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模型的框架下提出农业不仅向工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还转移

剩余劳动，经过三个阶段的转移，当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时，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乔根森虽强调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仍

接受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根本途径的观点；托达罗建立了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三部门模型

研究城乡之间人口迁移问题，并将之作为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

导致城乡间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形成差异的初始原因是自然禀赋、外来因素（例如殖民入侵）等。以后，导致城乡间企业和市

场发达程度不同的原因，不同地区和国家又有所不同（即各国具有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原因构成了各国产生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

原因。现阶段要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关键就是要找出这些具体原因，并分别施以对策。



演进路径，所以城市分工演进机制更趋完善，形成分工深化路径，而农村不够完善，形成分工抑制路

径。在不同的分工路径下，城市的分工被不断地深化和细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经

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而农村分工被抑制，劳动生产率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

发展水平也被抑制，最终城乡之间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在此，本文所称的“分工演进机制”亦称“分工

动态循环演进机制”，指的是分工自我繁殖、自我累进的动态循环过程。分工的自我繁殖机制和自我

累进机制共同构成了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

（一）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理论的提出与推演

本文认为，分工沿着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演进：水平演进表现为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实现水平

发展；垂直演进表现为组织内分工深化，专业化实现垂直发展。在整个分工演进过程中，市场是社会

分工细化的平台，即社会分工由市场主导，并在市场中实现。企业是垂直分工的载体，既主导组织内

分工，同时也参与社会分工。由此，形成两个机制———社会分工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以及组

织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机

制，并促使分工不断细化和深化。而随着分工细化与深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也进一步提

高，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１． 分工的自我繁殖。分工的自我繁殖指的是企业内分工不断深化促进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不断
细化又引致企业内分工，最终分工不断自我深化。因此，企业是分工实现自我繁殖的关键。马克思曾

将企业的作用归结为组织生产并协调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１４］。科斯将企业定义为与市场机制

相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１５］。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并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产出水平。为了提高产出水平，企业会不断深化分工，增加中间产品，拉长生

产链条。但是生产链条增长、生产迂回度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会同步增加。为降低成本，一些新

的中间产品会被分离出去，并由此产生新的企业（新企业的出现，又使社会分工得以细化），而新企业

内部又会开始新一轮分工深化并再次分离出新企业。所以，在市场条件下，分工具有自我繁殖功能，

企业既是分工的载体，又是分工的推手。在企业的推动下，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相互促进，循环演

进，并由此形成分工的自我繁殖循环机制。因为企业是实现分工自我繁殖的载体，所以企业的发育程

度决定了分工的自我繁殖能力。

２． 分工的自我累进。分工的自我累进指的是社会分工细化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又
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细化，分工被不断自我细化和深化。分工的自我累进必须借助市场实现，其自我

累进过程可由如下模型描述①。为简化推导，本文做如下假定。

假定 １：市场总产品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类。其中总产品种类为 ｍ，且 ｍ保持不变；贸
易品种类为 ｎ，非贸易品种类为 Ｊ（Ｊ ＝ ｍ － ｎ）；市场主体对所有产品均有需求。

假定 ２：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均生产一种以上产品，但只向市场出售一种产品，同时还要从市场
购买其他产品。

假定３：Ｘｄ为某一市场主体对某一贸易品的购买量；１ － ｋ为单位交易成本；ｋＸｄ为购买者实际得到
量；Ｘｓ 为某一市场主体对某一贸易品的售卖量；Ｘ为其自给量；Ｘｃ 为其对某一产品的消费量。

假定 ４：价格组保持不变。
假定 ５：市场由 Ｎ个主体组成且数目不变，每个主体的专业学习成本 Ａ均相同。
从分工角度定义每个市场主体的生产函数：

Ｘｐｈ ＝ Ｘｈ ＋ Ｘ
ｓ
ｈ ＝ Ｍａｘ｛Ｌｈ － Ａ，０｝，ｈ ＝ １，２，…，ｍ

∑ ｈ
Ｌｈ ＝ １

·５８·

①该模型在 Ｗａｎｇ和 Ｙａｎｇ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基础之上引进了市场组织，是对该模型的扩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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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ｐｈ为某一产品 ｈ的总产出水平，Ｘｈ为自给量，Ｘ
ｓ
ｈ为售卖量。Ｌｈ为某一生产者生产某种产品所用的

时间。Ａ为生产某种产品 ｈ的学习成本。
每一个出售产品 ｉ的市场主体，其决策将满足如下条件：
Ｘｉ ＞ ０，Ｘ

ｓ
ｉ ＞ ０，Ｘ

ｄ
ｉ ＝ ０，Ｌｉ ＞ ０

Ｘｒ ＝ Ｘ
ｓ
ｒ ＝ Ｌｒ ＝ ０，Ｘ

ｄ
ｒ ＞ ０，ｒ∈ Ｒ

Ｘｊ ＞ ０，Ｌｊ ＞ ０，Ｘ
ｓ
ｊ ＝ Ｘ

ｄ
ｊ ＝ ０，ｊ∈ Ｊ

其中，ｉ是某一市场主体专业化生产并售卖的某一种产品，ｉ ＝ １，２，…，ｎ；ｒ是该市场主体从市场上购
买的产品，集合为 Ｒ，种类数为 ｎ － １；ｊ是该市场主体生产的非贸易品，集合为 Ｊ，种类数为 ｍ － ｎ≥ ０。

根据上述条件，卖产品 ｉ的市场主体的最优化方案为：

Ｍａｘ　 Ｕ ＝ Ｘｃｉ ∏
ｒ ＝ ｎ－１

ｒ ＝ １
Ｘｃｒ ∏

ｊ ＝ ｍ－ｎ

ｊ ＝ １
Ｘｃｊ （１）

约束条件为：

Ｘｐｉ ＝ Ｘｉ ＋ Ｘ
ｓ
ｉ ＝ Ｍａｘ｛Ｌｉ － Ａ，０｝ （２）

Ｘｐｊ ＝ Ｘｊ ＝ Ｘ
ｃ
ｊ ＝ Ｍａｘ｛Ｌｊ － Ａ，０｝ （３）

Ｌｉ ＋∑
ｍ－ｎ

１
Ｌｊ ＝ １ （４）

ＰｉＸ
ｓ
ｉ ＝ ∑

ｎ－１

１
ＰｒＸ

ｄ
ｒ （５）

其中，Ｐ代表价格，Ｘｐ代表总产量，Ｘｃｉ ＝ Ｘｉ ＝ Ｘ
ｐ
ｉ － Ｘ

ｓ
ｉ，Ｘ

ｃ
ｒ ＝ ｋＸｒ

ｄ，Ｘｃｊ ＝ Ｘｊ ＝ Ｘ
ｐ
ｊ，Ｘ

ｐ
ｉ 和 Ｘ

ｐ
ｊ 分别由 Ｌｉ

和 Ｌｊ决定。Ｌｉ 是生产售卖品 ｉ所用的时间，亦为该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Ｌｊ是生产自给品 ｊ所用的时
间。为说明市场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本文选取 Ｘｓｉ、Ｘ

ｄ
ｒ、Ｌｉ、Ｌｊ为决策变量，并对 Ｕ进行

一阶偏导求解，得：

Ｌｉ ＝
ｎ － （ｍｎ － ｍ － ｎ２ ＋ ｎ）Ａ

ｍ （６）

Ｘｄｒ ＝
Ｐｉ
Ｐｒ
× １ － （１ ＋ ｍ － ｎ）Ａｍ （７）

Ｘｓｉ ＝
（ｎ － １）（１ － （ｍ ＋ １ － ｎ）Ａ）

ｍ （８）

Ｘｓｉ ＝ Ｌｉ －
１
ｍ － ｎ ＋

Ｌｉ
ｍ － ｎ （９）

ｒ∈ Ｒ，ＰｒＸ
ｄ
ｒ 均相等 （１０）

ｊ∈ Ｊ，Ｌｊ 均相等 （１１）
对（６）式 ｎ求偏导，得：
Ｌｉ
ｎ
＝ １ － （ｍ － ２ｎ ＋ １）Ａｍ （１２）

因为（ｍ － ｎ ＋ １）Ａ ＝ （ｍ －（ｎ － １））Ａ是市场主体对其专业化生产的售卖品和非贸易品的固定学
习费用，１ － （ｍ － ｎ ＋ １）Ａ为去除学习费用后用来专业化生产的时间，其值显然大于 ０。由此推得：

Ｌｉ
ｎ
＝ １ － （ｍ － ２ｎ ＋ １）Ａｍ ＞ １ － （ｍ － ｎ ＋ １）Ａｍ ＞ ０ （１３）

由（１２）式可知，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 Ｌｉ 是由贸易品种类数 ｎ唯一决定的，由（１３）式可得结论
１：市场主体生产售卖品的专业化水平 Ｌｉ是贸易品种类数 ｎ的增函数，贸易品种类数越多，每个市场主
体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越高。

·６８·



根据（５）式和（１０）式可知，每个市场主体均满足ＰｉＸ
ｓ
ｉ ＝ （ｎ － １）ＰｒＸ

ｄ
ｒ。另外，由于每一主体均面临

相同的市场（因为面临的价格组、总产品种类数和贸易品种类数均相同），通过（８）式可以得出，在 Ａ
相同的情况下，每个市场主体的专业化供给量 Ｘｓ 相等。所以从售卖总额的角度衡量，市场规模为：

Ｄ ＝ ∑
ａ ＝ Ｎ

ａ ＝ １
Ｐａｉ × Ｘ

ｓ
ｉ （１４）

其中，Ｄ代表市场规模；Ｐａｉ 代表第 ａ个市场主体专业化供给其产品的价格。
把（８）式代入（１４）式得：

Ｄ ＝ ∑
ａ ＝ Ｎ

ａ ＝ １
Ｐａｉ × （ｎ － １）×

１ － （１ ＋ ｍ － ｎ）Ａ
ｍ （１５）

由（１５）式可知，Ｎ、Ｐ、Ａ、ｍ保持不变时，市场规模Ｄ由贸易品 ｎ唯一决定，且Ｄ是 ｎ的增函数，ｎ变
大，Ｄ增大。又由于 Ｌｉ是 ｎ的增函数（由结论１可知），因此，由 ｎ增加引起的Ｄ的扩大会促进 Ｌｉ的提高，
亦即社会分工水平提高①。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２：市场规模扩大促进社会分工水平提高。

再把（９）式代入（１４）式，得：

Ｄ ＝ ∑
ａ ＝ Ｎ

ａ ＝ １
Ｐａｉ × Ｌｉ －

１
ｍ － ｎ ＋

Ｌｉ( )ｍ － ｎ
（１６）

通过对（１６）式分析可知，Ｄ是 Ｌｉ 的增函数，即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将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由于在
此可以将 Ｌｉ 视作社会分工水平，因此，可得如下结论 ３：社会分工提高促进市场规模扩大。

根据上述结论 ２ 和结论 ３ 可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４：分工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又促
进分工水平提高，分工具有自我累进的功能。因为市场作为协调社会分工的机制，对分工的自我累进

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市场的协调作用下，社会分工自我累进、循环演进，并由此形成了分工自我累进循

环机制。在此，因为市场是实现分工自我累进的平台，因此市场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分工自我累进的

能力。

图 １　 分工动态循环机制

３． 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指的
是由分工自我繁殖和自我累进相互促进，共同组成的分

工循环演进机制，如图 １。在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机制中，
虽然分工的自我繁殖和自我累进各自发挥作用，但同时，

分工的自我繁殖还促进着分工的自我累进，而分工的自

我累进又促使新一轮自我繁殖发生，并由此最终形成分

工促进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在整个过程中，企业不仅

主导组织内分工，还直接参与社会分工，市场不仅协调社

会分工，还引导企业内分工。所以企业是分工自我繁殖

机制的载体，而市场是分工自我累进机制的协调者和引

导者。由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５：在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
机制中，“企业”和“市场”共同促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

自我累进，并使分工不断朝着更高水平演进（即在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中，企业和市场是两个至

关重要的因素，缺一不可）。

（二）“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发育程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

根据前文的结论 ５ 已知，“企业”和“市场”共同促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自我累进，并使分工不

·７８·

①因为根据杨小凯的“社会分工水平是由生产所有产品的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决定的”（这里的“模式”杨小凯将其定义
为“所有市场主体的市场决策”）。所以当“模式”给定时，社会分工水平取决于全体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已经

得出了最优模式，而且市场主体总数 Ｎ保持不变，所以在此个人专业化水平就等同于社会分工水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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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朝着更高水平演进。而随着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增长，因为分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劳动

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和市场共同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和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越高，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企业和市场的发育、发展

程度越低，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也就越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相对于农村，城市内企业和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分工的

自我繁殖机制和自我累进机制更完善，分工较好地实现了深化和细化，所以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而农村，无论是企业还是市场均发育程度较低，因此分工的自我繁殖和自

我累进不充分，分工基本处于抑制状态，所以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是

城乡间“企业”和“市场”的不同发育和发展程度导致城乡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机制，进而形

成不同的分工演进路径和不同的分工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水

平。由此，本文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和“市场”的发育以及发展水

平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三、实证检验

在此，本文用我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年的统计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基本假设

通过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已有文献的梳理［１７ １８］不难发现，微观上农户的

“道义小农”特征和宏观上国家的“赶超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农村企业和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因

此我国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前文的结论———企业和市场的发育以及

发展水平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提出假设 Ａ。
假设 Ａ：我国城乡企业发展水平与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且

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又由于分工与市场发展以及分工与企业发展的相互促进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在分析

企业与市场对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必须将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在内。根据已有研究

成果［１２，１９］，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外向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等

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决定着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而先进技术的应用又影响

着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赶

超战略，我国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直高于农村①，因此城乡间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差异加剧了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程度。由此，本文认为城乡间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差异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

元化程度正相关。其次，因为经济外向度与外贸互为因果，受禀赋、技术、政策等因素影响，中国的进

口以能源、矿产、粮食等初级产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主［２０］，而出口在 １９８５ 年以前
以初级产品为主，１９８５ 年以后则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又由于中国外贸长期顺差，所以外贸对产
业的带动与促进主要集中在出口品所属产业上。由此，我国由外贸带动并促进的产业主要集中于城

市。所以本文认为，经济外向度提高会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加深，经济外向度与二元结构的程度正相

关。再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区别国内投资的异质性，在实现资本积累的同时，通过产生内生的

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加快了东道国的新技术应用，并因此提高其生产能力［２１］，促进了经济增长。据

统计，２０１２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余额为 ３２． ９４ 亿美元，但同时数据还显示，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间，投向农
林牧渔业的比例不足 ２％，制造业、信息计算机技术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业、服务业的投资占比

·８８·

①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经计算分析可见，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期间，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在
农村固定资产额的 ３ 倍左右上下浮动。之后不断上升，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６． ６４ 倍。



高达 ８０％以上，采矿、建筑、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以及公共事业的投资占比不到 ２０％①，以上说明我国
８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于城市，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较好的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程度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政府支出不仅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能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除此，由于我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明显大于挤出效

应［２２ ２３］，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是，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年间，我国政府支出中用
于农业的部分仅占 １０％②左右，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加深，政府
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程度正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Ｂ。

假设 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经济外向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
的影响因素，且分别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二）模型构建

为了对上述假设 Ａ和假设 Ｂ进行检验，本文设计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Ｄｕａ ＝ β０ ＋ β１ＬｎＭａｒ ＋ β２ＬｎＦｉｒ ＋ β３Ｘ ＋ μ （１７）
其中，被解释变量Ｄｕａ代表二元结构程度；解释变量Ｍａｒ代表城乡市场发展水平差异；Ｆｉｒ代表城

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Ｘ为一组控制变量（详见表 １）；μ为随机扰动项。
表 １　 控制变量的含义及定义

名称 定义 含义

Ｉｎｖ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反映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Ｏｐｅｎ 进出口贸易总额 ／ ＧＤＰ 反映经济外向度，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Ｆｄｉｒ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 ＧＤＰ 反映外商投资水平，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Ｇｏｖ 政府支出 ／ ＧＤＰ 反映政府消费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三）变量选择

１．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度量
在此，本文参照理论界普遍采用的方法［１，１１ １２］，以二元对系数反应二元经济的对立程度。二元对

比系数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值比重 ／就业比重。二
元对比系数的取值范围为（１，＋ ∞），系数越大，二元结构越明显。
２． 城乡市场发展水平差异的衡量
交易规模指标通常被用来判断市场的发育程度，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此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作为衡量市场发育程度与发展水平的指标，由此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农村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之比就可代表城乡间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该差异的取值范围为（１，＋ ∞），数值越大，城乡
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３． 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的衡量
因为企业总产值整体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所以企业的总产值可以有效衡量企业

的发展水平。在此我们用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乡镇企业总产值来衡量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城乡企

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取值范围为（１，＋ ∞），数值越大，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４． 控制变量
前文已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还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

·９８·

①

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从 １９９７ 到 ２０１２ 年，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比仅为 １％—２％。而制造业、信息计算机
技术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除了 １９９７ 年为 ７７． ９％以外，其余年份基本维持在 ８０％左右，２００５ 年甚
至高达 ８９． ０％。同期，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公共事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不足 ２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计算而得。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政府支出中农业支出占比在 ７％—１３％之
间围绕 １０％上下浮动。



谷　 慎，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途径

果［１２］［１９］，并以数据可得性为原则，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见表 １。
表 ２　 变量统计特性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Ｄｕａ １． ５８５０４７ ０． １４８５６６ １． ３２５０５２ １． ８８２９９２
ＬｎＭａｒ ０． ７７６６９２ ０． ３９３９７８ ０． １１７８９３ １． ３１６７４２
ＬｎＦｉｒ ０． ７０９２８９ ０． ５９５１７３ ０． １４４２５５ ２． ０４０９９７
ＬｎＩｎｖ １． ３８１０３９ ０． ５０６８３５ ０． ８３６８５０ ３． ５０４６６２
ＬｎＯｐｅｎ － １． １０５９５１ ０． ４６２６３７ － ２． ０７６２７９ － ０． ４２８１５７
ＬｎＦｄｉｒ － ５． ８０５６３７ ０． ４９６９９５ － ６． ６５８８９８ － ４． ８５５２８２
ＬｎＧｏｖ － １． ９３０７００ ０． ０５８０７１ － ２． ０３２１５６ － １． ８３５２５４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利用我国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１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上述
变量的统计特性见表 ２。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 ＡＤＦ 检
验，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分别在 １％或 ５％显著性水
平下平稳。其次，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
此可以对模型进行回归。最后，本文对模型进行 ＯＬＳ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模型 ＯＬＳ估计结果及检验

变量 系数 标准方差 Ｔ统计量 Ｐ值
ｃ ３． ３０９２６４ ０． ５８０１８４ ５． ７０３８１７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Ｍａｒ ０． ４０８８６７ ０． １１１３１６ ３． ６７３０５０ ０． ００１１
ＬｎＦｉｒ ０． ２６６７６９ ０． １０８７０５ ２． ４５４０５５ ０． ０２１４
ＬｎＩｎｖ ０． ０２３８５７ ０． ０３６４５１ ０． ６５４５０４ ０． ５１８８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１９４３６９ ０． ０９５４６７ ２． ８３８９２９ ０． ０５２５
ＬｎＧｏｖ ０． ８８１７７６ ０． ３１０６０２ ２． ８３８９２９ ０． ００８９
ＬｎＦｄｉｒ ０． ０５９６９０ ０． ０６８０６４ ０． ８７６９６４ ０． ３８８９

Ｒ２ ＝ ０． ７８２３９１ Ａ － Ｒ２ ＝ ０． ７３０１６５
方程的总体评价 Ｆ ＝ １４． ９８０８２ Ｐ值 ＝ ０． ００００

对模型残差的 ＡＤＦ检验 Ｔ统计量 ＝ － ４． ０１６３９６ Ｐ值 ＝ ０． ００４３

表 ３ 显示，模型残差的 ＡＤＦ 检验结果
高度平稳，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０． ７８ 的 Ｒ２ 也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即模型具
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另外，表 ３ 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１）ＬｎＭａｒ和 ＬｎＦｉｒ ｔ检验高度显著，说

明 Ｍａｒ和 Ｆｉｒ对 Ｄｕａ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即
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差异是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ＬｎＭａｒ 和 ＬｎＦｉｒ
系数为正，说明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水

平差异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程度正相关，由此假设 Ａ通过了验证。
（２）ＬｎＯｐｅｎ和 ＬｎＧｏｖ ｔ检验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外向度和政府支出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的变化有显著影响，且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程度正相关，这与假设 Ｂ 完全相符。但是 ＬｎＩｎｖ 和
ＬｎＦｄｉｒ的 ｔ检验不显著，这与假设 Ｂ不符，由此假设 Ｂ没能完全通过检验。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Ｉｎｖ
未能通过检验的原因是：一方面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当大的比重（约占 ４０％ 左右）投向了国有企
业①，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耗损了大量投资，使得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较低；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

不断增加，城市的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在逐步降低。

由此，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并不显著，Ｆｄｉｒ 未能通过检验的原因
是：据测算，约７０％②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匀分布，使
得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基本不受此因素影响。因此从全国范围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理论，本文分析和验证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并

·０９·

①

②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统计年鉴》，仅计算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内资企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中就达到
了 ４０％，其中，２００８ 年为 ４０． ７％，２００９ 年为 ４１． ４％，之后略有下降，但 ２０１１ 年也达到 ３６． ９％，２０１２ 年 ３５． ２％。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而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

苏、上海、福建、广东九个省份。计算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额在全国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保持在 ７０％ 左右，１９８８ 为
６６． ７％，１９８９年占比达到了７７． ０％，之后一直在７５％ 左右上下浮动，到２００４年回落到６７％，然后又缓慢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８． ８％，再之
后一直维持在 ６０％ 左右，２００９ 年为 ５８． ４％，２０１０ 年为 ５５． ８％。



得出如下结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使城乡形成了不同的

分工演进路径，并由此导致城乡形成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上述原因，本文

认为，我国要顺利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就是要着力促进农村企业和市

场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

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规模化生产、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一体

化经营。由此，农业产业化能够促进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实现农村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并

由此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逐步实现二元结构转换。但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以

规模化生产为前提，而这些又要以连片的土地为基础。因此，本文建议各级政府要抓住城镇化发展的

契机，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新

型农村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使留在农村的小农能就地转化为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工人，并通过必要

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机械化作业，提高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除此之外，还建议各级政府进一步

扩大农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和物流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转速度，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城

乡二元结构转换。

第二，以农业促进制度推动农场建设和农村市场发展，进而推进二元结构转换。农场指的是从事

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的农业生产企业或生产组织。农场与小农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产品的商

品化①，所以农场能够助推市场发展。另外，农场的规模化，尤其是集约化生产能促使农业分工细化，

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自我累积，所以推进农场发展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抓手。在推进农场

发展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建议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并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和促进合作农场、公司农场和其他农业组织形式；其次建议尽快出台《农业促进法》和《农场

促进法》，为农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以“普惠金融”支撑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实现二元结构转换。普惠金融指能有效、全方位

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强调每个人应该拥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

强调共同富裕。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是为传统或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之外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甚至

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小企业提供可得性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具有促进

农村企业发展（因为农村企业基本为小微企业），带动农村市场发展，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的功能。因

为普惠金融既需要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又需要优良的金融环境解决持续发展问

题，所以为使普惠金融真正发挥支撑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的功能，本文建议在农

村金融领域建立包容性金融监管制度②，鼓励和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尽快建立农村征信制度

和农业担保、保险制度，以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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